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编者按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从«山海经»对日本的

记述开始,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和观察,已经持续数千年时间.而更为严格意义

上的日本研究,从«日本国考略»起算,迄今也有近５００年时间.自那时以来,
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各自呈现出什么特点、影响因素有哪

些?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未来的日本研究,有哪些值得

关注的议题? 对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尧星专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初教授主要研究东北亚政治与外交、危
机管理、对外观念变迁,著有«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身
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浅析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
«启蒙与再启蒙:以日本为视角的研究»等.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
———初晓波教授访谈

初晓波　李尧星

一、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尧星(以下简称“李”):在中国现存历史资料中,最早关于日本的记述始

于什么时候?
初晓波(以下简称“初”):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

具有独特意义的“他者”存在.«山海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倭”的记录,而
«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记录则标志着中国官修史书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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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日本的存在,«魏志倭人传»详细记录了当时了解到的日本情况,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等,这成为后来中国历代官修史书对日本描述的范

本,是研究古代日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后,一直到民国年间成书的«清史

稿»,中国正史中对日本的记录有１６种１７篇,“中国史书对周边的特定国家,千
余年来持续追踪记录,时间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多、观察对象之详,在世界历

史上堪称奇迹.这是一部绵延不绝的史诗”.① 当然,不同时代的记录特点不

尽相同,其中很多保留了有价值的独特史料,但也有部分仅仅是摘录、重复前

人,甚至有的道听途说加以篡改.
李:您认为,古代中国超越简单描述而带有研究性质的日本认知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 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

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
初:古代中国认识日本的历史的确很悠久,但真正的研究日本则是很晚的

事情.我基本同意南开大学武安隆教授、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的研

究,中国研究日本的热潮应该分为四个阶段:②最早的热潮是从明朝嘉靖到万

历年间(１５２２—１６２０),大量涉及日本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研究日本

的盛况.之所以能称为研究日本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

要———明王朝面临来自日本的现实威胁,既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入侵,也
包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半岛称之为“壬辰倭

乱”、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时候那些关于日本子虚乌有的记录根本

不能满足与日本交往的实际需要.身处抗倭一线的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

略»被称为中国第一本研究日本的专著,在言及写作目的时,他明确说明是“以
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③其次,参与认识、观察日本的社会群体非常

广泛,既包括传统的体制内的史官、文人,也包括地方官僚、从事作战任务的军

人,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商人和派往日本的侦查员.曾参与抗倭的浙江昆山人

郑若曾在«日本图纂»中介绍自己探寻日本真相的努力时,提到曾经“讯之长年

火掌,不知也;讯之擒获倭党,不知也;讯之贡臣,不知也;讯之通事,不知也;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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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主编:«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总序第

６页.
四个阶段分别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末戊戌变法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以及“文化大革

命”以后,参见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六興出版、１９８９年、１４頁.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则

分为五个时期:古代至元朝灭亡;明代;清代至民国政府前期;中日战争前后;新中国成立.参见王敏「中国

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新しい動き」、『世界週報』、２００３年.
薛俊:«日本国考略自序»,四库存目丛书史部２５５册.



之被掳去之人,不知也”.① 最后,在总督胡宗宪的帮助下,找到了派到日本去

的蒋洲、陈可愿,并且经由在澳门的宋文复通过商人拿到日本地图,最终才得

以完成.再次,当时的学者已经不满足对日本情况的口口相传,而是追求实地

调查和一手资料.１５５６年,郑舜功奉浙江总督杨宜之命出使日本九州,大约在

嘉靖末年、万历初年完成了«日本一鉴»,“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

其说,得览其书”.② 在日本半年的时间里,他留心观察和记录日本情况,亲自

调查当地风俗与地理,并且查阅了日本资料,广泛采访日本学者,与现代地区

研究中所强调的田野调查并无二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迷信中国正史和

前人著述中的说法,通过与日本人之间大量的笔谈,批驳了那些“倭夷狙诈狼

贪,目为寇盗,憎若禽兽”的成见,虽然日本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与明朝迥

异,但“本性慕义”,他客观地提出,“善与不善,身由地气之感生教,本自师之好

恶”.③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很多与日本相关的出版物,完全可以视为中国人对

日本最早、也是非常优秀的研究.
当然,如果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的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

洲的日本研究也开始起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视角:«日本考略»中有“寄语

略”,也就是中日对译单词集锦,按照天文、地理、人物、花草等分为１５类,合计

大约３５０多个单词.万历年间的李言恭和郝杰编纂的«日本考»,介绍了日语

中字母伊吕波(书中称作“以路法”)草书写法和读音,④日语语汇５６类,收录语

数达到１１８６个.«日本一鉴»中“寄语”一栏中仅草木一栏就有３６０多种,包括

“职员”“室宇”“鬼神”等日语词汇有３４００多个,这在当时是相当于非常了不起

的汉日词典.而在庆长８年(１６０３),日本耶稣会也刊行了日语、葡萄牙语的

«日葡辞书»,次年又进行了补遗,收录项目达到３．２７９６万个;几乎在同一时

期,传教士陆若汉(JoaoRodrigues)仿照欧洲拉丁语文典体例编著了«日本大

文典»,里面包含大量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１６２０年,他编著了澳门版的

«日本小文典»,系统阐述了日语主要的语法规则和句法结构.⑤ 冷静地分析一

下可以发现,中国认识日本起步很早,但把日本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从
一开始与欧洲相比并不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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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日本图纂序»,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
郑舜功:«日本一鉴绝岛新编»卷一,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本.
同上.
李言恭、郝杰主编:«日本考»,严大中、汪向荣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７页.
〔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四)»,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５６２—１５６３页.



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到戊戌变法前后.① 明清鼎革与江户幕府建立,
锁国政策背景下两国之间只剩下长崎一个相互交流的港口,日本明治维新之

前,国人值得提及的日本研究成果不多,嘉庆道光年间江苏吴江人、姚鼐弟子

翁广平在无意中看到镰仓幕府官员编著的«吾妻镜»之后,根据中国编年史体

例,为日本作通鉴,名之为«吾妻镜补»,并另起了一名为«日本国志».书中分

为世系表、地理志、风土志、食货志等部分,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对勘校补,除
中国古书里的国史、全唐诗等资料外,还包括搜集到的日本和朝鲜刻书,共计

１８０多种,称得上是旁征博引.但必须承认,作者没有实地考察和访谈的机会,
仅仅靠既有文献的梳理,很难谈得上做出了有创造性的成果.

明治维新之后的１８７１年,随着«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中国与日本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１８７７年,中国在日本开始常驻外交使团,最早驻日的外交官们

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成为这一时期向国内介绍日本的主力军.包括首

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使东杂咏»,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以及杨守

敬的«日本访书志»等等.有趣的是,这时候正式出版的资料中,以日记、游记

和诗歌的形式为主,反映日本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内容比较多,这些人对日

本政治、经济的很多真知灼见并不一定直接记录在书中.如曾国藩门下四弟

子之一的黎庶昌,两度出任驻日公使,他曾广泛搜罗典籍刊刻«古逸丛书»２６种

共２００卷,６卷本的«拙尊园丛稿»中与日本有关的内容的确不少,但是,他的很

多对日本的思考则体现在他与李鸿章等国内大员往来的电报和书信之中,以
及在他对后学的教育与交流之中.兵部员外郎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和刑

部主事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都是当时研究日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黎庶昌为

二人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里保留下来的

黎庶昌在日本教育会的演说弥足珍贵,顾厚焜则在自己的著作里明确提到黎

庶昌的帮助,“曾驻日三年,深知日政得失.暇时,时加指示”.② 当然,这一时

期最重要的代表作还应该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用黄遵宪本人的说法,作
为外交官,本“不暇于文字”,但不研究日本,不去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

询谋之意?”黄遵宪在日本的经历,尤其是看到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非常熟

悉,“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对于日本这个“一衣

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的邻邦,国人仍然沉醉在海外三神山,邹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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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清时期中国对日研究的全面总结,参见时培磊:«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顾厚焜:«日本新政考自叙»,参见刘玉珍、孙雪梅主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２页.



九州这样荒诞不经的认识,“可不谓狭隘欤?”①用著名外交家、洋务大员薛福成

的评价来看,黄遵宪的著作“采书至二百余种,费力至八九年”,加上在日本长

期的考察和广泛访谈,黄遵宪的著作达到了中国古代日本研究的一个巅峰.
黄遵宪不是简单地做资料上的编排和事实罗列,而是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尤
其体现在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之上.他高度概括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认
为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导致“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其本质是“卒以

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② 他敏锐意识到,“尊
王攘夷”仅仅是推翻幕府策略上的需要,成功之后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
而黄遵宪思考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还是试图劝说国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
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这些思想极大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

大批仁人志士,为甲午战争之后百日维新的出现,以及随后学习日本高潮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③

第三阶段是民国肇始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清末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

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就曾经列举了四条理由强调,“游学之国,西洋不如

东洋”.于是,大批仁人志士踏足东瀛,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日本,他们中的

很多人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孙中山先生自不必说,国共两党的

领导人,如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共产党中的李大钊、周恩来等都与日

本有不解之缘.这一时期,中国人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书籍,根据南京大学

出版社田雁的研究,从１９１２年民国肇始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

一共翻译出版了４０５０种日文图书,其中尤其以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为高潮期.按照

学科板块的排序,前五位依次为文学语言、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总论和史

地.④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专业的日本研究杂志———１９１５年上海群益书社

的«日本潮»,在１９３０年代«日本评论»中已经出现“日本学”一词,开始把日本

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⑤ 人们对日本关注的焦点,从清末之后大规模介绍

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变革,也就是“以日为师”,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尤

其是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之后,中国对日本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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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走向世界丛书 日本国志 上»,李绍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页.
同上,第６４页.
关于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参见王晓秋、陈应年主编:«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连:辽宁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剔除了重复出版图书基础上得到的统计数字.参见田雁:«民国时期汉译日文

图书的出版: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中国出版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６—１２１页.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规律、
译者的特点等详细研究,参见田雁:«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林昶:«中国的日本研究刊物»,载李卓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２０１６»,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３１６页.



认识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本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是戴季陶在

１９２８年出版的«日本论».因为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与日本各个阶层接触广

泛,戴季陶对日本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比«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更早地指

出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之处,并深刻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原因及日本帝国主义

的本质.尤其重要的是,他和黄遵宪一样,批评了当时中国对日本研究的不

足,与日本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相比,“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
再不肯作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

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① 民国时

期另外一部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是蒋百里的«日本人»,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蒋
百里在书中掷地有声的名言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胜也罢,败也罢,就
是不同他讲和!”②蒋百里能够准确把握中日两国发展阶段和国家特点,才准

确预测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结局,要以国民为本,坚持全面抗战,利用国土

优势形成长期对峙的持久战.同样是日本通的胡汉民,在为戴季陶的«日本

论»作序的时候说,批评一个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个民族特性难,探寻

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
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心体察.研究一个国家,不在乎说他的好坏,
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 用形象的说法是,做了日本

人的律师,又做了审判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详细又不失偏颇地论述日本

人.民国时期的这些探索和努力,至今对我们的日本研究还是非常有启

发的.
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有哪些进展?
初: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日本研究,按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玉的

划分,以１９７８年为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还可以再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第

一阶段,以及从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即

１９７２年邦交正常化以前,和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小段.③ 我们只需要把从１９４９
年到１９７８年之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日本研究文章数量的变化曲线找出

来(参见图１),这个阶段划分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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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１９２８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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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日本研究文章数量变化(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本文关于日本研究学术研究文章统计,全部使用中国知网数据

库,以“日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后整理得出,查询截止时间: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随后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等重大事

件层出不穷,但国家层面曾经很早就意识到推动日本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意

义.陈翰笙曾经提及,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廖承志曾经谈及筹建亚洲研究所的事情,
并且给出了他本人推荐的日本研究人选建议:政治可请谢南光,经济可请台湾

人刘明雷,宪法可请刘思敬,另外还希望能寻找日本宗教研究、日本文化教育,
尤其要找日本科学进步研究方面的优秀人选.① 看得出来,这其中很好地兼顾

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但因为国家面临的内外形势制约与变

化,很多想法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的一些日本研究著作,如刘思慕的«战后

日本问题»、郑森禹的«日本和平运动»、张香山的«日本»、李纯青的«日本问题

概论»等等,作者大都是国家不同领域从事具体对日工作负责人中的“日本

通”,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后日本的新变化,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支持

日本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当然基础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孙楷第编写的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

６３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① 陈翰笙:«陈翰笙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７页.



学»«日本哲学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①

从统计数字上看,１９６４年出现第一个高潮的原因是因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５
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希望新

建一批研究机构,３０日毛泽东做出同意批示.到１９６４年,中央国际研究指导

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教育部之下设立若

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拥有得天独厚外国研究优势的教育部迅速行动起来,
发布了«关于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

１８所高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其中涉及日本研究的学术机构开始大批

出现,第二年河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日本问题»新中国

最早的两本日本研究刊物应运而生.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中国最早开始设

置的日本研究机构,当时的确有历史影响、地理优势、语言基础等因素的考虑,
一旦确定之后,就形成了学术传统和学科优势,其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

仍可以看到国家当年布局的影子.
从统计中也可以清楚看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关于日本研

究的学术文章数量明显减少,１９６７年发表日本研究文章的数量仅为１９６５年发

表数量的一半.直到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重新开始上升,１９７３年发表

文章的数量,超过１９７１年发表数量的一倍.这一时期典型特点是,更多关注

日本的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数量不多的日本研究著作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两

个领域.
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什么特点? 影响因素有哪些?
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薇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日本

研究分为三个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重新起步、９０年代的全面发展和２１世纪

以来的成熟时期.③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帮助下,中国日本学界曾进行过三

次大规模的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调查.第一次是１９８４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担,并于１９８５年编印了«中国的日本研

究»;第二次调查是在１９９５年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承担,

１９９７年出版«中国的日本研究»;第三次是在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由中

华日本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承担,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并于２０１０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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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国的日本研究(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学者们也很早就开始系统总结中国日

本研究的状况,如李玉等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就编辑出版了«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

１９４９—１９８８»,比较系统地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近几年,国内又出版了系

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著作,质量都非常高.例如,李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

日本研究１９８１—２０１１»,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中的一

册,邀请了中国国内日本研究界的权威学者,分别对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

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研究等领域的成果进行归纳与概括.考虑到这本书中没

有涉及到当前中国日本研究学者中人数最多的日本语言文学等领域,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王志松等继续完善补充,编著出版了«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这本书汇总了中国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按照

语言学与教育研究(日语语言学、日语教育、汉日翻译)、文学艺术研究(古代文

学、近现代文学、美术、大众文化)、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
化研究(包括历史、思想史、民俗、宗教)等领域,分别介绍了２１世纪以来的研

究成果和发展动向.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应该是中国当前日本研究各个领域

非常全面的归纳与总结.
在对中国日本研究进行总结的努力中,从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视角来进

行归纳并出版了系列著作,如辽宁大学马兴国、崔新京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

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林昶主编的«中国的日

本研究杂志史»«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在中国

日本研究具体领域的总结反思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中,如
李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等.
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对中国日本研究状况的总结与分析.例如,１９８９年

１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邀请学者举行了两场座谈会,专门研讨中国

日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成绩和不足及今后的设想,１９９０年第１期«日本学刊»
刊发了会议纪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三位学者的文章:骆为龙的«谈
中国的日本研究»、何倩的«建立“中国的日本学”刍议»、高增杰的«日本学与日

本文化研究»三篇总结文章.近几年来类似总结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开

大学教授杨栋梁的«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日本研究状况与展望»、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员赵晋平和王婧的«基于大数据的日本学研究现状分析».特别要提及的

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郭循春通过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日本研究进行科学总结,尤其是对４０多年来中国日本研究队伍壮大、研
究机构的增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与日本相关立项数目变化等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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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全面.
在上述大量综述的基础上,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个

特点:
第一,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对照三次调查

结果来看,全国日本研究机构数量增长非常明显,１９９６年调查时有９８个(７３
个研究类、２５个语言教学类);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８６个(６２
个研究类、２４个语言教学类);２０１８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１４９个(９６
个研究类、５３个语言教学类).① 可以看出,机构数量增长明显的推动力,更多

是语言教学类,２０多年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根据２０１９年６月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的最新调查,中华日本学会拥有７７个团体会员,１５００名个人会员.② 可

见,接近一半的研究机构没有正式申请中华日本学会的团体会员,包括西藏、
新疆自治区在内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属地大学中全部设有日语教育.
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日
语教育主要集中在东部一线地区,尤其是长春、沈阳、天津、北京、上海等几个

主要城市.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２０１８年的调查,中国涉及日语教育的机构高达

２４３５个,日语教师人数有２．０２２万人,学习日语的人数超过１００万人.③ 在这

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基础上,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数量不断提高,而且学历程度

(拥有博士学位人数)不断提高.１９９６年,１２６０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有５２
人,仅占４％;２００９年,１０４０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３７０人;２０１８年,３４５０名

研究者中博士学位拥有者占到１０４４人,超过３０％.④ 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和比

例迅速增加,这当然和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有一定关联,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很多学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纷纷归国任教.与

此同时,中国国内培养的与日本研究有关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的变化也很能

说明问题(参见图２).这种变化的意义重大:其一,中国日本研究的基础面不

断扩大,各个学科中选择日本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或者个案比较样本的

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这将极大丰富日本研究不同领域内,不同方法、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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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产生更优秀的日本研究成果;其二,硕士、博士阶段,尤
其是博士论文,往往是一个学者学术道路的重要开端,考虑到学者学术道路发

展的一般规律,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大批年轻学者的出现,预示

着未来２０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将迎来中国日本研究不断发展的收获期;其
三,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与日本研究相关毕业论文数量的剧烈变动.２０００年之

前与日本相关研究的毕业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中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各为１篇,

１９９７年为３篇,２００４年突破１００篇,２０１４年达到顶峰５４４篇,然后呈现出断崖

式下跌,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又回到了２００４年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为什

么数量变化会如此剧烈? 这仅仅是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独有的变化,还是整个

中国日本研究总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图２　中国博士、硕士论文涉及日本研究数量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本图是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博士硕士论文库中,以“日本”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后整理得出,查询截止时间: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８.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比较剧烈.由于在中国涉外研究图

书出版的周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出版社的总体数量、严重的地区不均衡及出版

经费的差异等因素,出版图书数量的变化不如以学术杂志论文的数量变化更

迅速、也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中国日本研究数量的趋势变化.
按照同样标准,通过对１９７９年至今中国日本研究界学术论文变化的统计

分析(参见图３),可以发现,硕士、博士与日本相关论文数量的变化,还是略优

于中国日本研究论文总体数量的变化,后者从１９７９年达到１０２４篇之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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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增长近八倍达８１７２篇,开始断崖式下跌,到２０１９年,仅仅有１０１４篇,
甚至少于１９７９年的论文数量.

图３　中国日本研究论文数量变化统计(关键词检索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本图是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论文库,以“日本”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后整理得出,查询截止时间: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８.

为确保统计结果可靠,在更换检索方式,将关键词检索改为主题检索、内
容提要检索、全文检索后基本上呈现出类似先扬后抑的状态,变化趋势区别比

较大的是按照文章题目检索,没有按照关键词检索的结果那样变化剧烈(参见

图４).同样是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到２０１１年,增长至大约八倍达到顶峰,然后迅速

下降,到２０１９年,大约又回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水平.
导致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长了３０多年后,突然出现论文数量下降的

原因非常复杂,至少应该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发生变

化,此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向学科发展倾斜,导致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发

生了学术方向的转型.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如果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对中国的

美国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近乎同样情况的发生.从改革开放之

后平稳发展,到２０１０年前后进入平台,２０１３年后同样发生迅速滑坡,２０１９年

的论文数量几乎跌到２０１３年前后总数的一半;其次,这与中国日本学研究界

的代际转换也有一定的联系.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研

究学者大部分已经开始颐养天年,文革期间培养的第二代研究学者本来人数

就不多,也逐渐开始退休,这些不受专业方向调整的、专心致力于纯粹日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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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国日本研究论文数量变化统计(题名检索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本图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论文库,以“日本”为题名词进行搜

索后整理得出,查询截止时间: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８.

究学者的减少,加剧了上述现象;再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

发展、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但伴随着日本进入

“泡沫经济”和随后的“平成不振”之后,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后,日本逐

渐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与此前相比,对中国日本研究的

支持重点也由学术研究开始向基础日语教育倾斜.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后,国内学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就出现了井喷式发展.按

照上述统计方法对中国的非洲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与中国的日

本研究、美国研究趋势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发展低迷,到２０００年开

始缓慢上升,２０１４年之后出现井喷,２０１９年的论文数量几乎是２００９年论文数

量的一倍.
第三,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息息相关.改革

开放之初,尤其是邓小平成功访日时候那句一语双关的“仿佛在推着我们走”,
迎来了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高潮.大量日文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各个领域的

中国代表团纷纷赴日本访问取经.但这时候,中国的日本研究并没有做好充

分准备,国家层面甚至都没有具体的规划和统筹.现在国内日本研究的重

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研究所成立

之初代所长何方的回忆,他本来是准备去筹建苏联东欧所的,但因为从中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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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制地接收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所而作罢.１９８０年１月,他陪同时任中国社

会科学副院长宦乡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宦乡在布鲁金斯协会开会的时候突

然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美国研究所与日本研究所,分别由李慎之和何方

担任所长.此前既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讨论批准,更没有中央组织部

的备案,就这样匆促决定.因为户口等问题的限制,日本所研究人员的招募非

常困难,何方只能从中联部请来文革前北大日语专业毕业的刘映春,甚至不得

已找来了四位毕业于伪满建国大学的老干部,经过两年努力才算建立起科研

队伍.① 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对日本研究非常关注,甚至亲笔致信«中日关

系史»作者张声振,叮嘱要引导研究历史的人们和读者多关注邦交正常化以后

十多年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对两国带来的极大利益.这无疑进一

步推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深受政治影响呢? 很多日本和西方

学者都诟病中国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涉及日本的报

道数量的变化(参见图５),来与此前谈及中国日本研究学术论文变化发展的趋

势进行对比,观察一下是否有相关性.

图５　«人民日报»中日本相关报道数量变化统计(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本图利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１９４６—２０２０)以日本为标题进

行逐年检索整理而成,参见http://data．people．com．cn/rmrb,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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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涉

外研究,不可能和这个国家政策走向和民众关注毫无关系,关键是这种相关性

的大小与紧密程度.为此,选择过去４０年间对中日关系造成重要影响的靖国

神社问题为例,通过«人民日报»中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报道(其中压倒性的部

分是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态和批判,但的确也包括对部

分日本领导人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肯定,以及部分日本政党和民众对靖国

神社的批评态度)频率和趋势,同时统计同一时间段内中国日本研究界与靖国

神社有关研究发表的频率和趋势,尝试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参见图６).

图６　«人民日报»中靖国神社相关报道数量与中国日本研究界靖国神社相关

研究论文数量变化统计(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说明:系列１为«人民日报»中靖国神社相关报道数量,系列２为中国日本研究界靖国神

社相关研究论文数量.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人民日报»中靖国神社相关报道数量利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

库(１９４６—２０２０)以靖国神社为关键词进行逐年检索整理而成.网址参见:http://data．peoＧ
ple．com．cn/rmrb,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２６.日本研究界靖国神社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

中的论文库、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库、会议论文库,以“靖国神社”为题名词进行搜索后整理得

出,查询截止时间: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０８.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人民日报»中相关靖国神社的报道变化幅

度非常大,在日本出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年份普遍非常高.中国日本研究

学术界对靖国神社的研究同样存在着波动,但变化幅度与政府表态来比较相

对稳定.在４０年间,有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学术界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靖国神社的

专门文章,远远低于政府的表态次数;还有１０年政府表态比较少的年份里,学
者发表关于靖国神社研究的文章数量超过了政府表态次数.这种统计结果表

明,中国学术界关于靖国神社的研究相对比较稳定,严格来说一直都不是中国

的日本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热点,这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政府通过各种

手段鼓励或者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政府政策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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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权威性和影响,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国际

学术界是否有话语权?
初:当我们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遍地开花、研究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学

术研究硕果累累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必须有一些危机感.按照日本政府观光

局的统计,２０１９年,中国赴日旅游总人数达到１６７７．５６万人次(其中,中国大陆

９５９．４３万人次、台湾地区４８９．０６万人次、香港地区２２９．０７万人次).日本方

面特意提及,目前,中国大陆赴日旅行已经出现“FIT 化”(“散客直销”即通俗

所说的自由行)特点,追求自主、深度和个性成为普遍趋势.① 中国有对日本如

此感兴趣的庞大群体,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细、更准确的关于日本各

方面的信息,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恰恰

相反,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总量出现大幅度下滑.即便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中
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学界是否拿出让世界日本研究学术界公

认的成果呢? 是否通过研究,帮助民众更客观地认识这个“遥远的邻国”呢? 在

«菊与刀»诞生一甲子后的２００５年,该书突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上,
当时在市场上的翻译版本达１０多个,一年之内各种版本的销量达到七万册.②

一部半个世纪前的学术著作引发如此的热潮,固然与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吸引

人们去尝试理解日本有关,但不能否认,这与中国大陆学者没有提出令民众信服

的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成果也有一定关系,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中国的日本研究本质上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当前,国内对区域国别

研究有巨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有非常好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但区域国别

研究本身面临着很多问题.虽然研究的区域和国家各异,但作为一个研究领

域,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区
域国别历史研究、区域国别经济研究、区域国别社会研究等分野与现有学科体

系中的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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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统 计 参 见 日 本 政 府 观 光 厅 网 站:https://www．jnto．go．jp/jpn/news/press_releases/pdf/
２００１１７_monthly．pdf,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２８.

陈黎:«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书还在畅销»,«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
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非常活跃,类似思考可以参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国际

政治研究»编辑部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中国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历史、理论、方法”学术研

讨会总结,尤其是王缉思教授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非常有启发.参见王缉思:«专题研究 中国的地区国别政治

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以日本研究为例,判断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质量优劣的标准是不是与政治学研

究的判断标准一致? 还是说拥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政治学研究的判断标准?
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检验当下中国的日本研究在不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

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发布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编辑出版的月刊«复印

报刊资料»系列,长期定时精选各个学科的优秀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科研

价值,其涵盖面之广、信息量之大、分类之科学、筛选之严谨、结构之合理完备,
在各类文献信息资料中首屈一指.我们选择«复印报刊资料»中代表性学科,
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统计其中与日本有关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下作为区域国别

研究的日本研究,在各个不同学科里究竟占有何种地位.为了更好了解这种

比例构成,可以选择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美国研究作为参照.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内容比较庞杂,数据统计不具备

典型性,因此,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与区域国别研究更为密切的二级学科,如政

治学中选择了国际政治、历史学中选择世界史、经济学中选择世界经济、文学

中选择外国文学、哲学中选择外国哲学这几个更为接近的指标.同时,考虑到

各相关学科中比较研究的大量存在,因此不使用关键词和题目检索,而是采取

内容摘要检索,经过结果比对之后证明关联性更高.具体统计结果如下.(参
见下表)

表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各学科研究中日本研究占比(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类别 国际政治 世界史 世界经济 外国文学 外国哲学

文章总数　　　　　 ９２５２ ４００９ ４８０３ ３６９８ ３７８５
日本研究文章数量　 ３５０ ２６７ ２５３ １６５ １０
日本研究文章百分比 ３．７８ ６．６６ ５．２７ ４．４６ ０．２６
美国研究文章数量　 １５０９ ５２９ ５４１ ２９０ ３８
美国研究文章百分比 １６．３１ １３．２０ １１．２６ ７．８４ １．００

　　图表来源:受访者自制.相关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全文资料库,参见网址:htＧ
tp://ipub．exuezhe．com/aboutus．html,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２８.

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很难百分之百筛选出所有的优秀成

果,而且这种统计方法是否能够准确发映出日本研究在各个专业研究中的真

实影响也值得推敲,但过去２４年的大样本多少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统计结

果表明,中国的日本研究更多还停留在日本的独特性研究上面,停留在自己的

话语体系之中;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力

差距不小.这提醒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更为专业.日本研究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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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成果,在基本问题意识的提出、基本概念的使用、基本研究方法的展开

等各个方面,需要能够得到同一学科同行的认可,存在对话的可能,吸引更多

关注,至少不能出现被专业学科认为是低级的谬误,通俗地说,就是不能说本

学科的外行话.
如果怀疑上述统计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当前学术界的影响力,

那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进行类似检验即文章的引用率.在中国知网中１９１７
年有记录以来近２１万篇日本研究文章中,以日本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引用

率最高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排除掉其中日本学者的翻译文章,再排除掉理

工科类文章,可以发现引用率最高的是林毅夫、蔡昉、李周的文章«比较优势与

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①第二名是于可红、母顺碧的«中国、美国、
日本体质研究比较»,②第三名是季卫东的«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

构的实践»,③第四名是陈胜群的«论日本成本管理的代表模式:成本企画»,④第

五名是李仙娥、王春艳的«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⑤ 在这些作

者中,只有季卫东被视为日本研究学者,虽然其身份首先是法学家,他的主要

研究领域和发表作品集中在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和审判制度等方

面.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中,专业学科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更大.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过关于强调方法和强调史料的争论.周一良

在谈及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曾经指出,“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

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
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

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⑥ 周先生当然是希

望能将理论与史料的运用相得益彰,但对“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研究浮躁之风

盛行的状况,他更强调对一手史料的扎实研究,推崇范文澜先生那句“板凳甘

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治学态度.３０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在日本研

究界是否有根本改观呢? 对中国日本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思考深度而言,南开

大学教授刘岳兵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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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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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一书是非常重要的作品.① 他主要从日本思想史、日本

史、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的所取得的成绩(书中称之为实像)
和存在的问题(虚像),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揭示了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界 “经
世意识”“原理意识”“原典意识”不断增强且由隐而显,对于“重建中国日本研

究相关学术传统”,夯实中国日本研究的学科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刘岳兵反复

呼吁中国的日本研究要“回归原典”.他提出,不在“原典”的解读与翻译上下

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研究史料上下功夫,总而言之,不以原典为基

础来重建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传统,相关研究将难以深化.
随着精通日语甚至精通包括日语在内多门外语的中青年研究学者大量的

涌现,随着档案的开放和往来日本越来越便利,中国日本研究学术界越来越重

视扎实的一手资料研究,也出现了一批建立在长期学术积累基础上严谨、扎实

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这几年,学术界尤其重视基础资料的收集、翻译和整理,
推出了很多大型资料集.例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解学诗主编的１５卷

本«满铁档案资料汇编»、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主编的６０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主编的５９册«日本侵华密电 九一八事变»和５１卷

«日本侵华密电 七七事变»、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臧运祜主编４６册的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等等,⑤很多都是相关领域学者集众人之力兀兀穷年

完成的心血之作.再加上目前国家重视学术研究基础资料的引入,设置专门

项目或基金从国外购买成套的大型原始资料,为扎实的学术研究提供必要条

件.按道理来说,相关领域关键的“原典”资料集出版与购入,应该能推动这个

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体现为一系列的论文或者专著的出版等成果不断涌现.
史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根本改观呢?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都知道原高

崎藩主大河内辉声与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之间的笔谈记录«大河内文书»,笔谈

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资料内容之丰富,深受研究者推崇.但由于其

分散藏于日本多地,而且数量庞大,很少有人能一窥全貌.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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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平在几代中日学者跨国跨代接力下,终于将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

文化大学等处的«大河内文书»收集汇编成八册彩色影印出版,名之为«日本藏

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① 这对学术界来说应该是功德无量的好

事,完成了最擅长整理资料的日本学者也没有完成的壮举.但遗憾的是,从

２０１６年出版以来,仅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两篇文章引用了这套书,其中的一篇文

章还是王宝平本人的作品.相反,这套书出版以后,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和

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中成为话题,掀起了研究热潮.这种现象并不是特殊个案,
解学诗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如果从１９５８年国家规划项目满铁史料编

纂任务下达开始计算,耗时５０多年才完成了１２００多万字的伟大工程.但在中

国知网里检索引用这套资料的学术研究论文只有４５篇.令人略感宽慰的是,
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引用这套珍贵一手资料达到了１０９篇,衷心希望年轻一代

日本研究学者能始终坚持这种更加重视原典的势头.
第三,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质量尚待提高.中国每年有大量与日本有关

的著作和论文出现,在这些作品里有多少是真正在研究日本,找到新的资料,
提出新的问题,总结出新的规律? 还是仅仅在描述日本、想象日本? 有多少是

跟风急就、拾人牙慧? 研究中国的老一辈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

郎曾经提及,中国很多人具有丰富的日本知识,甚至让日本人都很吃惊,同时

他也非常坦率地指出:“这些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并没有体系化,并没有

在日本研究中加以运用.我真实的感想是,在认识日本与研究日本之间存在

着矛盾,这种矛盾还没有彻底克服.”②

在２１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中日两国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总体

的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学术界能够熟练使用日语、有机会长期去日本

搜集资料的人数还是比较少,那些观风问俗的游记、日本很多领域新知识新现

象的翻译介绍、中日学者之间交流记录整理等等,对当时中国人开阔视野、为
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应该得到承认

和赞赏.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全球化的大发展和资料电子化及知识

传播、检索手段等的日新月异,此前那种知识获取上的不对称现象已经发生根

本改变.面对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跨领域、多语言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仍
然坚持着泾渭分明的“圣域”存在,很难拿出让世界日本学界和中国民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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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

２００２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战
略与管理»上撰文,呼吁各界重新审视中日关系,避免两国敌对极端民族主义

情绪不断加深而陷入恶性循环,提出要把历史认识问题放在次要位置的“对日

新思维”.①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也发表文章,针对马立诚的“新思

维”进行系统化地阐述.② 这种研究结论打破了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一些长期

共识,引发轩然大波,很多日本研究界的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论战,笔墨官司甚

至一度打到日本.在对马立诚与时殷弘批评中,一些很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
二人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立论过于幼稚,缺乏常识.学术争鸣本来是学术

发展的动力与常态,具体观点的差异应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一争高下,而
不应该根据观点的提出者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来判定.另外一个例子,按照

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发表了大约１０３５篇有

关钓鱼岛的文章,其中,究竟有多少提供了新知识和新观点,不好轻易下结论,
抛开那些东拼西凑甚至漏洞百出的作品,绝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日两国的资料,
包括从古代的海图一直到当代的档案.但钓鱼岛问题的研究是不是仅仅通过

中日两国的资料就可以说清楚? ２００５年,吉林大学教授郭永虎使用美国国家

档案,发表了«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在中国学界关

于钓鱼岛研究中,该文至今仍是引用率最高的论文.③ ２０１５年,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

究”,到２０１７年４月,该项目陆续结集出版了１０卷本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
字数达４３３万字,其中,包括中文之部、日文之部,同时还有西文之部,具体有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英国外交档案与日藏美国文件»«美国安全档案»三册.④

在英文档案的基础上,张生指导的学生仇梦影在２０１８年撰写了«钓鱼岛问题

的英国视角»毕业论文,陈海懿发表«二战后的琉球群岛处置及其“归还”:基于英

国视角的考察»,⑤这些新领域、新材料的开拓是对钓鱼岛研究非常好的推动.
第四,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研究心态问题.站在当下去回顾中国的日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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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上文引用过明朝的郑舜功、清朝的黄遵宪、民国时候

的戴季陶,都曾经言及中国在面对日本时候存在某些特殊心态不利于我们冷

静客观地研究.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虽然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但她父亲是留日十年受教

于京都大学泰斗河上肇的资耀华.结合父亲的经历,资中筠提出日本对中国

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对日研究始终

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究其原因,她提出了三条:“其一,
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

‘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之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其三,泛政治

化和高度实用主义.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

自居的心态.”①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来说,这些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客观地

说,这不适合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所有学者,也不适合所有领域,但在某些领域

的某些学者身上,的确有鲜明的体现.我们应该认真倾听资中筠的逆耳忠言,
冷静客观、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本民族文化中心,或者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

类思维中的“先有、先见、先知”,在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位学者的潜意识里多少

都存在.中国和日本漫长的历史往来、彼此之间有类似的文化要素、很多共同

的精神追求,因此,在研究日本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以己度人”的思维倾向.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探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时候,指出日本的中国研

究学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在理解作为异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时,一方面产生

了一种亲近感,同时又造成了一种妨碍差异性认识的反面结果”.② 应该说这

个总结是非常精辟的,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因此,在研究日

本尤其是近距离观察日本时,应该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尽可能避免因为个人

偏好、情感因素,甚至是社会舆论动向左右自己的客观判断.
当然,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心态.特别是改革

开放之初,因为日本是中国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一部分学者把日本的各种研究

成果译介过来,直接就变成了开给中国的药方.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

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骆为龙在１９９０年曾经指出过,“在研究工作中,认识片

面,形而上学的倾向时有表现.战后日本在经济管理、发展教育、发扬民族文

化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乃至行政管理等方面,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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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不能仅根据方针、政策等书本材料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实

际考察它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免把这些经验‘理想化’”.① 随

着中国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误读正在减少,但又出

来了新的“食日不化”.一部分中国学者以日本既有研究方法为范本,不断引

入新的理论和研究术语,在没有合适的中文表达之前,某些中文专业词汇直接

使用日语汉字,以至于到了让读者不知所云的程度.杨栋梁针对这种情况,非
常客观地指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开阔了研究者的认知视野,丰富了解决问

题的手段,但也增加了价值判断认定标准的难度.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避免表面上引入新理论新方法,实际上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和虚饰空

谈”.②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不应该简单是一套新奇的叙事方式,而应该是能够对

既有的研究证实或者证伪,能够开启观察日本的一个新视角.
比这种机械拿来主义更严重的,是极少数学者对日本国内学术观点的盲

从,不认真去审视其原始资料、论证过程和逻辑自洽,简单地引用和重复别人

的结论,缺乏辨析的习惯和能力,这种学风是日本研究领域内应该高度警惕.
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曾经多次批评用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论”来解释日本

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他提醒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中国的日本学

研究,包括日本文化的研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学术沃土,应该有自己的基于科

学的观点,而不应该是日本本土相关学科研究的简单模仿和拷贝,人云亦云,
重复、照搬”.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的批评则更为直接,中国学者应该

“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

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④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日本研究特有的问题,看看我国台湾学者

徐兴庆对台湾地区日本研究现状的分析,⑤高丽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春美对

韩国日本研究现状的总结,⑥可以发现,如何克服学者个人的情感偏好,客观研

究日本是对东亚各个地区和国家学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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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２０００年版.
金春美:«韩国的日本研究现状及展望»,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编:«日本研究论集 ２００１»,天

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１６—４２５页.



三、中国日本研究的前景

李:如您所分析,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很多,但问题也不容忽视.您认为

中国的日本研究前景如何,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初:中国的日本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已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

员,并且获得累累硕果.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邻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将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认真研究日本不仅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借鉴.结合中国

对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进行一些展望.
第一,要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传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势和

特色.
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更多是对日本相关信息的想象、收集和记录,近代以

来的研究者则出于救国图存的紧迫感,更多是对日本的学习、译介和批判,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正奠定了日本学研究基础的先行者,他们既有强烈研究

日本的动力、非常扎实的中国文化底蕴,同时也受过非常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
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三位老前辈的经历很有代表性.① 周一良出身书

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外语训练,大学时代受到邓之诚、
洪业、陈寅恪等名师的耳提面命,在哈佛大学主修日本语言文学时师从被称为

“西方日本学之父”的叶理绥(SergeElisseeff,日本名字是英利世夫),而叶理绥

本人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４年曾留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师从日本文献学奠基人芳贺矢

一.值得说明的是,后来世界范围内鼎鼎大名的日本学研究大家赖世和(EdＧ
winOReischauer,国内一般翻译为赖肖尔)也是叶理绥的弟子,是周一良的师

兄.建国后,周一良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按照周先生自己的说

法,“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

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

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
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

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 一个合格的历史学

３５１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

① 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总结参见汤重南、宋成有:«周一良先生与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杨栋梁:«坎
坷人生路、文途武道始为伊:记吴廷璆先生»,周颂伦、杨孝臣:«修身见于世、独善之间谋兼善:记邹有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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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由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①

吴廷璆先生少年时代受叔父影响,博闻强识,外语功底很好,１９２９年进入

北京大学师从许德珩、陈启修先生,１９３３年进入现在的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科,
师从日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羽田亨,先后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任

教.吴先生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
向,主张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认为,“有人因为反

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议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他
主张“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② 吴

先生领衔编写的«日本史»历时２０年,洋洋百万字,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对日本

历史研究的立场和观点.
邹有恒先生是１９３２年赴日留学,１９３６年进入现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修西

洋史科,师从今井登志喜、平田澄与羽仁五郎,远山茂树是邹先生的师兄,而井

上清则是先生的同窗.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邹先生

认为,中国的外国研究当然包括日本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

种倾向的问题.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而近几年来对

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这里虽然有

研究者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过去的方针、路线上的和人为的禁忌还在起作

用”.③ 邹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针对当时日本史学研究领域受到苏联史

观和日本史观影响比较大的状况发出呼吁,“我们要搞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

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
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

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
这些都应当是长远目标”.④

从这些日本研究前辈的经历和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日本研究的渊源和

一路走来的艰辛,他们都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研究方法的宽容态度.
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前提是要清楚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并且知道各

４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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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日本学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第１页.
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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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体系和方法的利弊得失.引入或者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工具,需要

对其有全面系统的准确把握,需要从逻辑上去梳理,需要用不同时代的大量个

案去验证,需要通过异质对象之间差异去比较.一个新概念提出、一种新分析

方法的确立非常艰辛,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建立在世界日本学研究领域的话

语权谈何容易? 正如李薇所言,我们“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

长的路程要走”.①

第二,由于技术进步和更全面的语言、理论训练,中国年轻一代日本研究

者是有可能在原典解读和方法运用两个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以前说使用一手资料,主要指的是去图书馆、资料库里阅读原著手稿、传

统档案文献、不同时代的报刊杂志等纸质材料或者胶片,由于大规模的电子数

据化及传输速度的不断提高,通过网络在千里之外就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种数

据库与电子资源.例如,研究日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离不

开对日本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全面考察,日本已经公开的海量原始资料应该

得到更多重视.日本已经开放了三个完整的与议会有关的数据库:一个是帝

国议会会议录数据库,主要收录战前议会记录,从明治２３年(１８９０)１１月开始

到昭和２２年(１９４７)３月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②另外一个是

日本国会会议录数据库,收录战后议会记录,从昭和２２年(１９４７)５月开始的第

一次国会直到现在日本议会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③ 这两

个数据库资料翔实真实,甚至包括不同时代议员的口头禅、会场上的掌声都有

记录,而且无需任何密码、完全免费,随时都可以登录随意下载.第三个是日

本法令索引,包括明治１９年(１８８６)２月开始向日本历代议会提出的法案及关

于法令的修改废止经过、所有法案的审议过程等等.④ 如此便利、权威的资料,
此前中国日本学术界总体利用的数量还是非常少,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孙立

祥在研究战后赔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都很好地

利用了这些资料,完成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新一代青年学者更迅速地接受和更积极地利用这些数据库.以上述三个

资料库为例,如吉林大学田野(刘徳斌教授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赔

偿外交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７７)»、中国社会科学院舒方鸿(崔世广研究员指导)的博

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张建伟(崔丕教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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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博士毕业论文«美日“冲绳密约”研究:围绕军用土地问题的外交、政治与

地方政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骥跃(吴怀中研究员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

«安倍晋三对华认知研究:以国会议事录(２０１３—２０１８)为中心的考察»等都有利

用,为论文提供了扎实的论据,而且近几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着实令人高兴.
在传统的研究习惯中,原典与一手资料的潜心解读与直接引用是学术研

究的基础,也是根本.但原典和一手资料是不是会“其义自见”? 即便是当事

人的著作或者记录,由于时间差异和种种禁忌,无法保证其叙述就是历史的真

实.同样,面对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解读者在自己学

术生涯的不同时期解释都不尽相同.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面对着同一个

研究对象,需要不同科学家用不同仪器、通过不同方式去进行研究,通过人眼

观察描述的物体状态和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描述的物体构成肯定大相径庭,
但由此来争论孰对孰错是毫无意义的,人眼和电子显微镜其实就可以理解为

研究方法,在不同层面上需要更有解释力的工具来完成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约瑟夫奈曾提醒我们:“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

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

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

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要领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做现实.
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①

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年轻一代的努力很让人振奋,他们在立足原典和一手

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尝试采取更为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我们揭示了很多此前通

过局部的、简单的原始文本阅读很难得到的启示,提出有趣的问题,给出非常

有说服力的回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曾婧通过运用文本数据建模的政

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用基于统计学原理对政策相关文本进行文本数据抽

样和数据挖掘.样本选择了日本首相官邸的«历代总理的时政方针与所信表

明演讲»数据库,施政方针演说概述该年度政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所信表明

演说则全面表明首相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是日本政府治国理念和政

策偏好的最重要体现,同时演讲场合相对一致,演讲频次分布均匀,特别适于

分析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变化.样本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７０年内(１９４５
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发表的１７２次国会演讲.在通过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分

析、政策关键词相关性分析,然后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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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同一时期所有政策关键词的年平均频次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

很多有启发的结论,“日本的安全政策偏好和经济政策偏好总体上呈负相关趋

势,当经济手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时,安全政策变动趋于缓和;当经济手

段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时,日本政府倾向于上调安全防卫等级”.①

如果仅仅通过传统的原典分析,单个学者是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资料,更难找

到长期性的规律特征.类似这种努力还可以从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张建立关于日本大国意识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他选择的一手史料是日本内

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数据库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

室的«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研究方法则借鉴了心理文化学中“情感性

地位”需求,结论同样让人耳目一新.② 再比如,中国学术界讨论了多年关于日

本人的战争道歉问题,从两国政府的新闻公报、中日外交解密档案、两国外交

官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出发的研究成果斐然.大连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张婷婷的

研究则别出心裁,她使用了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的«现代日语书写语言均

衡语料库»和«日本政治交际语料库»,其中包括了历届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

官及外务大臣的演说、谈话文本,以及日本四大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
中的相关采访、社评等丰富的内容.文章区分了四种致歉方式并分别在庞大

的资料库中统计使用状况,同时进行语用实例分析,作者发现“在日本的政治

交际活动中,情感表白型致歉表达方式较之其他三种类型(直接道歉型、请求

原谅型、承认过错型)而言使用率略高”,其背后的考量是“情感表白型不仅巧

妙地摆脱了被动的立场,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复述冒犯行为(有失偏颇、
不够完整等)所引发的再度争议、武力冲突等问题发生的可能”.③ 大数据总结

出日本政治交际活动的总体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中日之间在这个过

程中出现的矛盾.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这个国

际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

话,必须要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日本研究学者进行交流,在学术探讨中

互相启发、共同提高.这集中体现在多年来大批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学

者的日本研究作品翻译成中文.其中,商务印书馆着力甚多,在其推出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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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曾婧:«文本数据建模的政治语言学应用研究:以日本安全和经济政策偏好分析为例»,«东北亚外语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４６页.
张建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表现、成因及国际反应»,«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第３８—４４页.
张婷婷:«日本政治交际中致歉表达的语用策略研究:基于语料库实例的调查统计与对比分析»,«东

北亚外语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５１—５２页.



本丛书”中,包括学界熟悉的很多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名著,如诺曼的«日本维

新史»、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弗洛伊斯的«日欧比

较文化»等等.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FeivelVogel)的多部日

本研究著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如«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日本的成

功与美国的复兴 再论日本名列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以及即将出版的«中
日关系史»等.此外,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

皇与侵华战争»、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道尔的«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等等都是中国日本研究者的必读作品.复旦大学

教授贺平将这些西方日本学研究成果译介的意义,上升到了中国日本研究在

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与本土学术主体性建构的高度来认识.①

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学界还积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设立论坛,举行国际

会议等方式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同行进行交流.比较稳定和成功的如北京日

本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举办

的“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已经坚持了１０年,与会国家、地区轮流主办,就共同

关心的研究课题展开坦诚交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韩国高丽大学、日本

筑波大学多年来一直在举办“东亚青年学者共同研究论坛”,２０１７年的主题是

“日本研究的多样性”,２０１９年的主题是“令和时代的日本研究”,都是非常精彩

的选题.北京大学则参加了亚洲区域整合的东亚大学院(EastAsianUniversiＧ
tyInstitute:EAUI),这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发起,是以欧盟的伊拉

斯谟世界项目为范本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对标的是欧盟的欧洲大学院.
合作成员包括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等五所学校.从２０１２年至今,五校轮流举办了十多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动,
其中,与日本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方面实施

单位,每次派出约２—３名教师和５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类似这样的活

动,对于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培养未来更加具有世界视野的

年轻一代日本研究学者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日本研究的国际化意味着要把日本研究放在东亚、放在亚

洲、放在世界来思考,打破简单的区域研究隔阂、学科分野的隔阂,不断壮大比

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同时,要充分利用目前我们综合国力提高后

带来的诸多便利条件,扎扎实实地长期俯下身去做好田野调查.也真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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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平:«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日本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４０—
１５７页.



国内各个日本研究机构能够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来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高质

量地发展.
美国的日本研究代表性人物吉拉德卡蒂斯(GeraldL．Curtis)教授的研

究是很好的例证.１９６７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到日本进行调研,正赶上众议

院第３１次总选举,在中曾根康弘的介绍下,有机会加入大分县二区自民党众

议员参选人佐藤文生的选举阵营,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与佐藤文生及其后援会

的支持者们一起食宿,贴近观察从佐藤参选开始到最终第一次当选整个选举

活动的全过程.在掌握了选举所有细节之后,他运用自己熟悉的政治学理论

进行归纳总结,很快就出版了«议员的产生:日本式选举运动的研究»,①随后还

推出«日本政治的逻辑:领导者,制度和变革的局限»等一系列经典之作.② 他

依靠在日本政、官、财、媒体等各界长期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日本社会不同

层面发生的变化都能迅速找到核心人物访谈,也就能够拿出相对比较权威的

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预测.但卡蒂斯教授并不是只盯着日本一个国家,他年轻

的时候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也很感兴趣,后来也发表了关于美韩关系的研

究,③２０１０年,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

分良成合编了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著作.④ 显然只有扎根日本,然后再跳出日

本、放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下,才能更好理解日本.
中国学者也有类似这种努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的日本

人论研究就比较典型.他先后涉猎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土居健

郎的娇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研究,⑤在反复研

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将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缘
人”,相对应地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伦人”,进而从自我认知模式、情
感模式、交换模式、人与集团的关系等层面,勾勒出日本的“文化基因”.⑥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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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ジェラルドL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 日本式選挙運動の研究』山岡清二訳、サイマル出版

会、１９６９年.
GeraldL．Curtis,TheLogicofJapanesePolitics:Leaders,Institutions,andtheLimitsof

Chang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
GeraldL．Curtis,TheU．S．ＧSouthKoreanAlliance:EvolvingPatternsinSecurityRelations,

Lexington,Mass．:LexingtonBooks,１９８３．
王緝思、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国分良成『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３カ国協調への道』岩波書店、

２０１０年.
具体参见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八章,第３１１—３５９页.
具体研究参见尚会鹏:«中日“文化基因”解码(上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中日互视»,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同时,他还是印度社会文化研究专家,①用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框架将包括中国

在内亚洲三个国家共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② 这时候的日本不再是一个孤

立的研究对象,在三种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之中,更明确地凸显出了日本的特

性.与此同时,尚会鹏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坐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

演,而是坚持在日本、印度和中国长期做有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并且将调查结

果与大量文本资料进行比对和验证.③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尚会鹏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成果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承认,已经有多册日文版著作在日本出版,④

引起热烈讨论.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的«朝日新闻»的“东亚之窗”栏目专门刊登

了对尚会鹏的专访.
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建所３０周年之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院长的陈奎元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论往昔,中华东瀛为友为敌是非在;望前

程,环宇生民是福是祸总相关.”回顾中国研究日本的漫长历史,可以发现,中
日两国有过生生不息的文化交流,有过血与火的兵戈相见,全面研究那段历史

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之间有过“蜜月”时期的高潮,也
有过双方民间好感度不断恶化的低谷.目前,中日两国都在共同应对新冠状

肺炎病毒的肆虐,在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日渐形成的今天,中日之间有太多需

要互相合作的领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仅关系两国国民的福祉,对于整个

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何继承前贤的传统,在
时代大潮激荡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地剖析日本,是中国日本研

究学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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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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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品如尚会鹏:«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尚会鹏:
«印度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等.

参见尚会鹏:«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除了上文引书之外,在日本的田野调查成果参见尚会鹏:«认识日本人»,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在

印度的调查结果体现在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在中国的调查结果参见尚

会鹏:«中国人的婚姻、婚俗与性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中日比较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参

见尚会鹏、徐晨阳:«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等.
尚会鵬、徐晨陽『東の隣人:中国人の目で見る日本人』日本図書刊行会、２００１年;尚会鵬、徐晨陽

『中国人は恐ろしいか!? 知らないと困る中国的常識』三和書籍、２００２年;尚会鵬『日中文化 DNA 解読:心
理文化の深層構造の視点から』谷中信一訳、日本僑報社、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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